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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动态测度及影响机制 

徐晔 欧阳婉桦
1
 

(江西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在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测度体系基础上，采用“纵横向”拉差、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收敛分析等方

法对 2011～2018 年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和时空演变分析，构建涵盖环境规制综合指标、技术创

新、治理转型、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产业集聚 6个维度的网络拓扑结构 Tobit 模型探究江西城市绿色发展的影

响机制。结果表明：(1)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平稳上升，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领域分别是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提

升的关键保障和重要短板，大南昌都市圈、赣东北、赣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呈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2)江西城市绿

色发展具有逐渐缩小的空间负相关性，南昌正显著成为热点区域，江西城市绿色发展长期内存在显著收敛趋势；(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治理转型、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产业集聚等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有不同的显著影响，

并验证了波特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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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和环节，加快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成为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现实要求。2021 年 3月 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以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坚定不移地走绿色高

质量发展之路。城市是地方经济的主要载体，城市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把握机遇，实现绿色高质量

发展显得尤为迫切。江西是国家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南方丘陵山地的生态屏障，珠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重要生态安全保障

区。习近平总书记2019 年 5月视察江西时强调江西要在推动中部崛起上奋勇争先，做好治山治水、显山露水的文章，打造美丽

中国“江西样板”。江西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进行

科学评价，分析差距，寻找制约江西城市绿色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指导其绿色协调发展实践，是实现江西“绿色崛起”亟需

解决的关键和热点问题。 

1966 年美国学者博尔丁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1],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的出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

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国际组织对绿色发展作了讨论。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大会指出绿色发展是提高人类公平和福祉的同时降低环境风险，通过减少资本消耗和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强调环

境友好、资源节约领域的投资。国外学者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 GDP、绿色供应链、绿色建筑、绿色经济等。如：

KUNANUNTAKIJ 等[2]基于环境延伸的投入产出模型对泰国绿色 GDP 进行了评价分析。TSENG等[3]对绿色供应链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

结和趋势展望。DWAIKAT等[4]对马来西亚的绿色建筑的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BERGIUS等[5]分析了坦桑尼亚的绿色经济、退化叙述

和土地使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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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和绿色生态理念的提出，国内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文献开始增多。主要围绕绿色发展的概念及理

论、绿色发展效率、绿色发展水平等，其中对绿色发展的概念、理论及效率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如：黄茂兴等[6]对当代中国

的绿色发展进行了理论阐述，并讨论了环境和发展的不兼容性。黄磊等
[7]
采用DEA 方法测算考虑环境的经济投入产出效率作为绿

色发展效率，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关于绿色发展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比较以及影响因

素研究等几个方面。 

研究尺度和指标体系上，已有文献从国家、省域、城市群、行业等不同尺度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如李晓西等[8]

对从经济社会和资源生态环境维度构建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测算了 123 个国家人类绿色发展指数。CHENG 等[9]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王勇等[10]采用综合指数法对 2013～2016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

考察了其空间演变特点。黄跃等
[11]

对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时空演变分析。李少林等
[12]
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和

空气污染治理成本衡量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了区块链对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推动作用。相关学者倾向于从中观层面采用

生态与经济方面、尤其是生态方面指标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如，霍伟东等[13]用工业环境污染生态单方面指标衡量中国城

市绿色发展水平；滕堂伟等[14]从经济增长、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城市生态等生态和经济两方面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

平评价指标体系。部分学者从生态、经济、社会 3个维度测度绿色发展水平，如：郭艳花等[15]认为绿色发展是生态、经济、社会

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并采用生态、经济、社会复合指标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 

动态测度方法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的评价问题也日益复杂。随着时间的发展，评价对象的数据逐渐积累，对

评价对象的平面数据按时间排列得到时序立体数据，这种将时间因素引入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即为动态综合评价方法。动态综

合评价方法是对于截面和时序立体数据有增强对比性的、客观透明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如：区域经济发

展、工程系统、风险投资管理、企业绩效考核等。动态综合评价目前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如：郭亚军[16]通过时间加强函数，将

时间概念引入原有综合评价中，对传统综合评价进行了改进。郭亚军
[17]
对不同时间的信息集结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动态综合

评价模型。目前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主要采用传统的主客观分析法，很少有研究应用动态评价模型分析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实际

测度问题。主观分析法包括层次分析法、德尔菲分析法等，主观分析法存在主观性强、应用分歧大等不足。客观分析法多采用熵

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变异系数法等，这些分析法的瓶颈在于难以解决不同时期由于指标非均衡变化引发的跨期比

较问题[18],也无法对各评价指标的变异及其对其他评价指标影响全面反映。郭亚军[17]提出的“纵横向”拉差动态综合评价模型，

根据被评价对象的原始数据信息大小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原始时序立体数据基础上最大限度反映被评价对象差异，对横向不

同对象和纵向不同时间之间均具有可比性，属于无主观分歧的客观评价；该方法具有明确的直观意义、过程“透明”,尤其能够

满足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动态性、客观性、复杂性、多样性等要求。 

影响因素和机制分析上，现有文献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了一定研究，但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和机

制进行分析的较少。主要从对外开放度、经济增长、“四化”、科技创新、金融集聚等某方面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影响因素及机

制分析，较少考虑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治理转型、产业集聚、人力资本等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理。霍伟东等[13]工业环

境污染衡量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了外商投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并两阶段法检验了“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假说。陆琳忆等
[19]单位污染综合值的经济产出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采用脱钩指数法分析了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季永月等[20]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四化”(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滕堂伟等[14]分析了

科技创新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袁华锡等[21]从水平与效率两维视角分析了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影

响。 

综上，已有文献为本文绿色发展水平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存在如下不足：(1)目前绿色发展水平的主客观测算方法

存在主观性强应用分歧大、难以解决不同时期由于指标非均衡变化引发的跨期比较问题，已有研究倾向于中观层面的经济与生

态指标，缺乏建立在反映区域特点基础上的综合生态、经济和社会的整套指标体系。(2)已有研究多为国家、省域、城市群、行

业的评价分析，针对城市测度并对城市内部之间的时空演进研究相对较少。(3)新常态下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及提升机

理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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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 3个方面：(1)综合采用结合基于“纵横向”拉差法的动态测算模型、云模型聚类、探索性空间数

据分析(ESDA)、收敛与核密度分析等方法，结合区域特点基础上综合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角度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

综合水平进行动态测度分析。(2)创新性地将江西分为大南昌都市圈、赣东北区、赣西区、赣中南区进行比较，更清晰地反映江

西内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进特征。(3)补充完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治理转型、人力资本、产业集聚等影响因素指标，构

建六个维度影响机理网络拓扑结构 Tobit模型，分析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机制并对“波特假说”进行检验。 

1 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动态测度 

1.1 测度指标与数据 

绿色发展的本质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发展模式，是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建

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江西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江西明确绿色转型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绿色发展测度主要涉

及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单一或多指标对国家、省域、城市群、行业进行分析，相关学者指标体系更倾向于中观层面的经济发

展与资源环境约束分析[14],特别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分析[13]。绿色发展是各地区结合自身特点和定位的各具特色的绿色转型发展，

现有研究建立了颇具特色指标体系，但难以满足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系统反映的需求。本文根据绿色发展理论和具体实践，结合

江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及其生态环境的实际，在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和系统性的原则下，结合江西绿色发展过程中最新的生态保

护红线、交通强省战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生态、社会、经济政策，参考季永月等[20]评价思路基础上，加入生态保护、绿色出

行、市场效益等关键要素，从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效益、社会福利水平选取 28项评价指标构建江西城市绿色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表 1),从而对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信息有个综合全面地反映。 

其中，资源环境体现的是资源环境保护水平，主要从污染排放、资源节控、生态保护 3个方面考察。污染排放衡量的是环境

保护效益，用工业废气和废水排放量与工业废固产生量表示。资源节控表征资源利用保护水平，用单位能耗 GDP、人均能源、人

均水资源表示。生态保护代表生态红线状态，用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表示。 

表 1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领域 指标层 单位 
属

性 
领域 指标层 单位 

属

性 

资源环境状况

(8) 

污染排

放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万 t - 

社会福利水平

(10) 

绿色家园 

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 
% +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亿 m3 - 
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 
m2 + 

工业废固产生总量 万 t - 

就业医疗 

年末城镇就业

率 
% + 

资源节

控 

单位能耗 GDP 
元/吨标

准煤 
+ 

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 
张 + 

人均能源占有量 
吨标准煤

/人 
+ 

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

收入 
元 + 

人均水资源量 m
3
 + 

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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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

护 

森林覆盖率 % + 城镇化率 % + 

自然保护区面积 千 hm2 + 

交通信息

枢纽 

绿色出行(公交

车数) 
辆 + 

经济发展效益

(10) 

经济产

值 

人均 GDP 元 + 
人均城市道路

面积 
m2 + 

GDP 亿元 + 

人均邮电业务

量 

元/

人 
+ 

经济结

构 

第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 + 

 

粮食作物产量 万元 + 

劳动效

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人 + 

市场效

益 

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 

成本利润率 % + 

政府政

策 

财政城乡保障性支出

总额 
万元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财政支出总额 亿元 + 

 

经济发展效益体现的是经济创收水平，主要从经济产值、经济结构、劳动效率、市场效益、政府政策 5个方面考察。经济产

值可以衡量城市发展的总体规模，选取人均 GDP、GDP 表示。经济结构表征产业转型升级状况，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

重、粮食作物产量表示。劳动效率表征有效劳动力供给水平，选取全员劳动生产率表示。市场效益代表市场营商业绩情况，是总

量的补充，用消费品零售总额、成本利润率表示。政府政策表示政府扶持力度，用财政城乡保障性支出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财政支出总额表示。 

社会福利水平体现的是社会服务水平，经济发展落脚于提高反映居民生活效用的社会福利水平，主要从绿色家园、就业医疗

服务、生活水平、交通信息枢纽 4个方面考察。绿色家园代表生活环境状况，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表示。就

业医疗服务代表就业岗位和医疗保障状况，用年末城镇就业率、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表示。生活水平代表居民经济状况，用城镇和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镇化率表示。交通信息枢纽表征出行及信息获取便利水平，用绿色出行、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邮电业

务量表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江西 11个城市，考虑到规划的连续性和数据可得性，考察的时间跨度为2011～2018 年，并根据江西“十

四五”规划最新提出的区划方式，将江西划分为大南昌都市圈、赣东北、赣西、赣中南。数据来源于江西和各城市统计年鉴、区

域发展统计数据库、统计局、水利厅、生态环境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整理补充得到。 

1.2 测度模型——“纵横向”拉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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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主要采用传统的主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如层次分析等)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实际应用中

存在较大分歧；客观赋权法(如熵值法等)可以较好解决主观性，但难以解决不同时期由于指标非均衡变化引发的跨期比较问题
[18]
。针对上述问题，近期发展起来的动态综合评价受到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基于“纵横向”拉差的动态综合评价模型

对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动态测度，该方法是客观透明的，可以增强截面和时序立体数据的对比性，既在“横向”上体现某时

刻各个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又在“纵向”上体现总的发展变化规律，具有明确的直观意义。该方法的思想是根据原始时序

立体数据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重，即按照最大程度反映各评价对象差异的原则决定权重[17]。具体思路如下： 

1.2.1“纵横向”拉差法的原理 

设有 n 个被评价对象 s1,s2,…,sn,有 m 个评价指标 x1,x2,…,xm,n 个被评价城市相当于由 m 个评价指标构成的 m 维评价空间

中的 n个点，评价值就可以看成把这 n个点投影到某空间。该空间选择的原则是实现各个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最大化，即根据 m

维空间构造一个实现各点投影最分散的一维空间： 

 

yi为被评价对象 i的评价值；ωm是第 m个评价指标的权重，若记 

 

则公式(1)可写为 

 

确定权重向量 ω 的思想是最大限度地反映各被评价对象差异，即求 x 的线性函数 ωTx,使此函数对 n 个被评价对象的方差

最大。而变量 y=ωTx的方差为： 

 

w 将 y=Aw 代入公式(3),根据相关数据已标准化，可知 y¯=0,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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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A为实对称矩阵。显然若对ω不加限制，则公式(4)的值可以任意大，这里限定ωTω=1,求公式(4)的最大值，也就是选

择ω,使得 

 

可以证明当 ω 为 H 的最大特征值 λmax(H)相应标准化的特征向量时，公式(5)实现最优，将 ω 归一化，即可求出权重系数

ω=(ω1,ω2,…,ωm)
T,且  

1.2.2“纵横向”拉差评价方法 

上述拉差法是基于截面数据的“横向”拉差法，当有 n 个被评价对象 s1,s2,…,sn,有 m 个评价指标 x1,x2,…,xm,且按时间顺

序 t1,t2,…,tT,则可构成一组面板数据 xij(tk),同样可以对各时间分别设评价函数： 

 

yi(tk)为被评价对象 i在 tk时期的综合评价值；ωj是指标 j权重，xij(tk)是在 tk时期评价对象 i的 j指标值。同理，根据各

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最大原则求解ωj,其差异为： 

 

由于对原始数据 xij(tk)需进行无量纲处理，有 从而公式(7)可以表示为： 

 



 

 7 

 

类似“横向”拉差法的证明思路，可证得如下结论： 

结论 1:若 ω
T
ω=1,当 ω 为矩阵 H 的最大特征值 λmax(H)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时，σ

2
取最大值。并且具有

所以，解出矩阵 H的最大特征值，计算相应标准化的特征向量并归一化，即可得到权重ω,且

 

结论 2:当 Hk>0(k=1,2,…,N)时，在 tk处采用“纵横向”拉差法计算得到的评价结果排序和“横向”拉差法是相同的。 

1.2.3“纵横向”拉差法的计算步骤 

(1)数据预处理。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各指标的量纲和单位不同，需通过无量纲化来消除不可同度性。 

(2)用公式(9)计算实对称矩阵 Hk和 H。 

(3)求解矩阵 H最大特征值相对应的标准化特征向量。 

(4)归一化标准化特征向量得到权重向量ωj。 

(5)根据公式(6)得到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1.3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运用 Matlab软件采用基于“纵横向”拉差法的动态综合测度模型对2011～2018 年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 3个领域 12个方面

28项指标立体数据权重进行测度，并计算得到2011～2018 年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综合评价值及其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福

利分领域水平值(表 2)。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的资源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效益、社会福利水平 3个领域层的权重值求和，发现 3

个领域层的权重值由高至低依次为资源环境(0.380)>社会福利(0.338)>经济发展(0.282)。同时，根据城市绿色发展各领域指数

评价结果的比较表(表 2),发现资源环境是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的贡献最大，近几年变化趋势整体较为平稳、个别城市有下降趋

势。这表明资源环境作为江西最大优势，是江西城市绿色发展的关键保障，需各城市保护好、发展好。进一步加强资源保护和环

境治理效果，巩固和发展生态优势，是保障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社会福利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的贡献一般，近几年有

显著上升趋势。这表明近年来江西充分重视绿色出行、绿色家园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提升。江西应继续保持

社会福利水平的优化趋势，让社会福利水平成为江西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经济发展领域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贡献最

小，上升趋势一般，这表明经济发展领域是制约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短板。同时，江西内部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特

征较明显，江西各城市应加强区域协同，把握发展契机，着力打造绿色高附加值产业，补短板，实现各城市经济协调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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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地区 

经济发展 资源环境 社会福利 综合评价值 

2011 2014 2018 2011 2014 2018 2011 2014 2018 2011 2014 2018 

南昌市 0.124 0.163 0.216 0.199 0.213 0.226 0.117 0.172 0.248 0.439 0.547 0.690 

景德镇 0.058 0.079 0.092 0.264 0.262 0.276 0.135 0.158 0.223 0.457 0.499 0.591 

萍乡市 0.084 0.102 0.112 0.217 0.234 0.232 0.096 0.115 0.210 0.397 0.451 0.554 

九江市 0.075 0.115 0.157 0.212 0.208 0.217 0.145 0.172 0.207 0.432 0.495 0.581 

新余市 0.090 0.095 0.109 0.201 0.216 0.228 0.149 0.189 0.237 0.440 0.500 0.574 

鹰潭市 0.077 0.089 0.088 0.252 0.275 0.281 0.090 0.125 0.179 0.419 0.489 0.547 

赣州市 0.068 0.103 0.139 0.250 0.265 0.293 0.034 0.070 0.172 0.352 0.438 0.605 

吉安市 0.054 0.088 0.107 0.258 0.297 0.290 0.093 0.125 0.182 0.405 0.510 0.579 

宜春市 0.072 0.101 0.129 0.183 0.228 0.224 0.072 0.114 0.191 0.327 0.443 0.544 

抚州市 0.041 0.072 0.091 0.274 0.303 0.289 0.103 0.131 0.180 0.418 0.507 0.560 

上饶市 0.067 0.104 0.147 0.214 0.233 0.202 0.088 0.113 0.176 0.369 0.450 0.525 

平均值 0.074 0.101 0.126 0.229 0.249 0.251 0.102 0.135 0.201 0.405 0.484 0.577 

 

 

图 1 2011～2018 年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及排名图 

由 2011～2018年江西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表 2及图1)得出，2011～2018 年，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值呈

全面上升的发展格局。近几年，受到国家“一带一路”、中部崛起以及江西“创新引领”、“绿色崛起”等宏观政策方针的积极

带动，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得到显著提升。南昌市作为江西省会，区位优势独特，绿色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近几年，

大南昌都市圈发展势头迅猛，南昌绿色发展水平领先优势不断扩大。同时，景德镇、吉安、九江、新余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综合值

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景德镇市是名扬世界的陶瓷之都，产品远销亚非欧美特别风靡于欧洲皇室。吉安市全国文明城市，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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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井冈山被誉为“天下第一山”,是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九江市是首批沿江对外开放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九江都市区是江西重点培育和发展的重要都市区，近年来发展迅速。新余市作为国家园林城市，生态资源极

为丰富，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和中国唯一的国家级新能源科技城。抚州市和鹰潭市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中等。抚州市经济发展以农

业为主，产业集群少，前期政策扶持力度少，生态资源相对江西省其他城市较好，所以，抚州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在江西省处于中

等。鹰潭市旅游资源丰富，是国家园林城市，但城市规模小，高端产业少，所以，鹰潭市绿色发展水平属于中等且上升趋势一般。

萍乡市、宜春市、上饶市绿色发展水平不高，主要分布在山区，交通不便，而且国家和江西省政策扶持相对较弱，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社会福利水平落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排名有一定下降。赣州市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水平处于低等水平，但是赣州是国家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生态资源丰富，近两年来绿色发展水平有快速提升的追赶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区域特征，作出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正态云隶属度分布图(图2),根据图2可知，

南昌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处于明显的领先优势位置。根据正态云隶属度重叠程度，可初步将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

平划分 3类，其中一类梯度为南昌，赣东北地区主要为二类梯度，赣西地区主要为三类梯度。图 2能清晰体现南昌与其他城市的

差异关系，但是对于其他“中低流”地区的类别需作进一步分析。根据得到的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值，采用系统聚类分

析法对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发现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发展特征。根据江西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分类表(表 3)得出，大南昌都市圈城市区域优势明显，交通便利，政策扶持大，包囊江西省会城市南昌，辐射带动力度大，所以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与江西省其他地区相比优势明显，主要集聚绿色发展水平高等的城市。赣东北区域优势不及大南昌都市圈，政

策扶持力度相对薄弱，但是临近江苏省、浙江省等发达省份，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有效辐射带动，主要集聚绿色发展水平中等

的城市。赣西城市主要分布在山区，地理优势不明显，交通不便，而且前期国家和江西省政策扶持弱，主要集聚绿色发展水平低

等的城市。赣中南地形复杂，地域差异大，赣州山地多平原少，前期政策投入少，经济落后，而吉安是全国文明城市，全国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拥有井冈山等丰富旅游资源，在江西历史上一直是经济大市，导致前期赣州绿色发展水平(低等)远落后于

吉安(中等),赣中南分类特征不明显。但近几年随着“苏区振兴”、“全面脱贫”等政策推进，赣州快速崛起，赣中南有转向中

高等类别的趋势。为更清晰的分析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需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及收敛分析方法

对空间分布特征和时序收敛性其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图 2 2011～2018 年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正态云隶属度分布图 

表 3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分类表 

 大南昌都市圈 赣西 赣东北 赣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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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绿色发展水平 南昌市    

中等绿色发展水平 抚州市、九江市 新余市 鹰潭市、景德镇市 吉安市 

低等绿色发展水平  宜春市、萍乡市 上饶市 赣州市 

 

2 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2.1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2.1.1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全局空间相关分析 

为了更好地挖掘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空间要素内在关联，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法对江西城市绿

色发展水平的全局和局部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全局 Moran′sI 指数用于分析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在地理空间维度上的相似

度，但其难以对高低值集聚特点的进行较好地检验，需结合全局 G指数作为互补。具体表达式为： 

 

式中：I表示全局Moran′sI指数，I∈[-1,1],衡量空间单元要素的总体相关度，I>0代表正相关，I<0 代表负相关，I=0 时

代表不相关；n 表示空间单元总数；yi表示空间单元 i 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ωij为空间权系数，采用距离倒数确定；G(d)表示

全局 G指数，通过 St(G)=[G(d)-E(G)]/Var(G)对高低值集聚进行判断，Var(G)和 E(G)为 G(d)方差和期望值，如果 St(G)>0 为高

值集聚，St(G)<0 为低值集聚。 

根据全局莫兰指数(Moran′sI)的计算方法，采用 ArcGIS 软件分析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测算得到 2011、

2015 和 2018 年全局 Moran′sI 分别为-0.294,-0.195 和-0.133(图 3)。可以看出全局 Moran′sI 均为负值，表示江西城市绿色

发展水平存在空间负相关性，即以“绿色发展水平低的城市被绿色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环绕”或者“绿色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被绿

色发展水平低的城市环绕”为主导的空间分布模式。另外，比较全局 Moran′sI 的变化发现，全局 Moran′sI 绝对值呈持续减

小的趋势。说明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度有所降低，主要归结于近年来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的政

策牵引契机下，江西内部不断推进环鄱阳湖城市群、大南昌都市圈、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各城市间的技术、资

本、产业得到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分析全局 Moran′sI 指数的基础上，测算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在

2011、2015 和 2018 年全局 G 指数和 St(G)值。得到 St(G)均大于 0,取值分别为：0.532、1.423 和 0.683。这说明江西绿色发展

水平具有高值聚类特点，2011～2015 年高值聚类有提高趋势，2015～2018 年有下降趋势。同时，G 指数取值基本不变，说明高

值聚类特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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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Moran′sI 散点图 

2.1.2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局部空间相关分析 

通常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是对总体集聚水平进行观察，而无法诠释特定城市的空间集聚效果，为了进一步辨识江西城市绿

色发展水平的局域空间相似程度和冷热点空间分布，此处采用局部莫兰指数(Moran′I)和 Getis-Ord 指数 G
*
i进行分析。表达式

分别为： 

 

分别计算 2011、2015 和 2018 年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局部 Moran′sI(图 3)和 Getis-Ord 指数(图 4)。通过图 3 的

Moran′sI 散点分布得出，在样本初期 2011 年时散点分布较均匀，第四象限(高-低集聚：极化效应)散点最多。2011～2018年期

间第一象限(高-高集聚：扩散效应)和第四象限(高-低集聚：极化效应)散点数量减少，第二象限(低-高集聚：过渡型)、第三象

限(低-低集聚：低速增长型)散点数量增加。这说明江西绿色发展水平的极化效应逐渐改善，但存在正向扩散效应减少且低速发

展集聚趋势。江西应继续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极化效应的同时，注意加强正向扩散效应并控制低速发展趋势。对于低速增长型区域

的城市，吸引更多的外来流动性要素提升经济水平过程中，需注意防止“逐底竞争”1。处于过渡型的绿色发展水平的落后城市，

需积极吸收先进经验、承接和吸引相对先进城市的产业转移主动融入高绿色发展水平城市的同时，注意避免“污染避难所”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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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冷热点图 

为进一步分析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冷热点分布，作出 2011、2015 和 2018年江西绿色发展水平的 Getis-Ord 指

数分布图(图 4)。可以得出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热点区域稳定提升，南昌正显著发展为热点区，冷点区域表现出较好的改观

态势。具体来看，2011年江西无热点区域，2015 年南昌发展为次热点区域，2018 年南昌发展为热点区域。2011年冷点区域为赣

西的宜春，之后无冷点区域。从 Getis-Ord 指数的实际值状况来看，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热点区还有较大的改善潜力，

进一步提升南昌、九江等重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加强中心城市示范引领作用仍是江西绿色崛起的紧迫性重任。 

2.2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序收敛性分析 

2.2.1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σ收敛分析 

本文采用 σ 收敛、β 收敛和核密度法分析江西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的时序收敛性。σ 收敛主要通过各年度绿色发展水

平的标准差变化趋势分析收敛性，当绿色发展水平标准差成逐渐递减的趋势时说明存在σ收敛。作出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标准

差变化趋势图(图 5)。 

 

图 5 2011～2018 年江西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标准差变化趋势 

根据图 5结果，江西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阶段性特征，2011～2014年呈差异递减的收敛趋势，2014～2016年差异上

升，2016 年之后差异呈波动下降。大南昌都市圈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差异扩大趋势，2011～2015年标准差不断上升，2015～

2016 年差异小幅下降，2016～2018 年呈差异显著扩大趋势。同时，2011～2013年大南昌都市圈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相比其他地

区最小，近几年总体上差异超过其他地区成为差异最大地区。赣西和赣东北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标准差有一定波动性，2011～2015

年标准差总体呈递减趋势，2015～2016差异有所上升，2016 年后存在收敛趋势。随着赣州市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快速提升，2011～

2018 年间赣中南的差异总体呈现不断递减的收敛趋势。同时，2012～2015年赣中南差异相比其他地区最大，近几年差异远低于

全省水平，2016～2017 年差异相比其他地区最小。 

2.2.2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绝对β收敛分析 

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绝对β收敛检验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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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i0和 Mit分别为城市 i初期和 t 期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若系数 β值显著地小于 0,表明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长期内

存在绝对β收敛。作出绝对β收敛结果表(表 4)。 

表 4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绝对β收敛检验 

 回归系数 T统计值 P值 

常数项 -0.300 -1.543 0.157 

lnMi0 -0.723 -3.395 0.008 

A-R2=0.513DW=1.396F=11.526 

 

模型显著通过了 F检验，A-R2较好，模型总体拟合较好。回归系数β值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

平长期内呈差异呈逐渐消失的显著绝对β收敛的趋势。 

2.2.3 核密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绿色发展水平具体分布的演进情况，应用核密度估计 2011、2015 和 2018年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分布情况(图

6)。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分布有以下 3个特征：(1)位置上，2011～2018年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核密度图中心位置右移，波

峰对应的水平不断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呈全面提升的态势。(2)形态上，2011～2018 年江西绿色发展水平核密度分布为单峰，呈

收敛趋势。(3)峰度上，2011～2018 年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核密度分布波峰高度不断上升，特别是 2018 年上升明显，说明差

距正不断变小。 

 

图 6江西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核密度图 

3 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 

3.1 研究假设 

在综合测度和比较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制约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对于提出

针对性的措施提高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已有研究主要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较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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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及机理进行定量分析，大部分只针对某一方面，较少考虑环境规制强度、治理转型、产业集聚、人力资本，

且环境规制强度主要采用单一指标衡量。当前环境规制的准确测量面临着挑战[22],论文借鉴沈坤荣等[23]基础上，加入工业废水和

废固方面指标完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环境规制强度。重点结合国家“绿色、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和新时代改革主旋律以及江西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提出的“绿色崛起、创新引领、改革攻坚、开放提升、担当实干、兴赣富

民”24 字工作方针，综合考虑环境规制、治理转型、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技术创新等因素对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

水平影响机理及贡献，并对“波特假说”进行检验，论文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机理的研究无疑更加全面完善，构建江西城市绿

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网络拓扑结构模型(图 7)。 

 

图 7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选取及作用机理网络拓扑结构图 

(1)环境规制强度(ER)。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发展水平呈 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加强，初期存在“成本效应”,即环境规制的加强

会带来生产成本增加，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当环境规制达到临界点后，出现“创新效应”,环境规制可以激励绿色技

术和管理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和规模，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实现环境和经济双赢[24]。

江西经济和创新基础薄弱，前期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环境规制“成本效应”显著；随着江西“绿色崛起”方针的深入，环境规制

强度进一步提升，环境规制“创新效应”逐步显现。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H1:环境规制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临界点时，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当环境规制达到

临界点时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有良好的刺激作用。 

(2)技术创新(TC)。 

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影响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25]。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改进生产技术，推广先进

设备应用，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改善节能减排效果。另一方面，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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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够促进清洁能源和产品的开发利用，提升污染治理能力和循环利用效率，实现清洁技术改进，进而有效缓解发展过程中资源

环境约束，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江西城市整体创新提升潜力较大，技术创新对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推动作用显著。基于此，

提出假设如下： 

H2:技术创新是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力，可以有效促进江西城市绿色发展。 

(3)治理转型(GT)。 

市场治理类型分为行政治理和经济治理。其中行政治理中，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经济治理中，民营企业比重较高。国企政府

支持较多、融资相对容易、竞争压力相对较低，受领导任期的影响，倾向于留住追求稳定型人才，实现短期渐进创新；民企政府

补贴较少、融资相对困难、竞争压力较大，倾向于吸引敢于冒险型人才，激励突破性创新[26]。近几年江西民企发展态势良好，民

企成为推动江西发展的重要内生力，发展民营经济可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资源配置和市场激励机制，从长期看，有助于效

率提高及绿色发展水平提升。随着江西“改革攻坚”方针的不断深化，江西出台了营商环境优化和国企改革创新方案，市场经济

治理转型得到稳步推进。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H3:经济治理转型有助于优化市场激励机制，进而推动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4)对外开放度(FP)。 

在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度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作用存在“技术溢出”和“污染天堂”两种理论[27]。

前者认为在严格环保生产标准和本地企业的有力竞争下，外资企业相比本地企业具有更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经验，外资与本地企

业在业务往来中形成“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后者认为外资企业不会将最先进技术转移至本地，形成

低端技术锁定，且不同地区外资准入政策的差异，使得高污染、高能耗的淘汰落后企业向环保技术准入标准低的地区转移，形成

“污染天堂”的效应。江西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在江西“开放提升”的导向下，可能存在外资准入的环保标准不严格盲目引入外

资。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H4:对外开放可能使得落后外资企业转移，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产生负面作用。 

(5)人力资本(HC)。 

根据相关理论，人力资本可以反映不同质劳动力的差异，高素质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尤为重要、是绿色发展水平

的主要支撑和差异的重要来源[28]。一方面，随着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劳动者的绿色高新技术吸收模仿能力更强，学习效应显

著；同时，高素质人力资本环境友好认识水平更高，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得到有效推广，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意味着劳动素质提高，创新属性更强，可以通过原创性自主创新建立稳定的创新体系，推动技术

水平持续提升，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江西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本相对薄弱，完善人才培养引进机制提升人力资本水

平，可以有效助力江西绿色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H5:高素质人力资本学习效应和创新属性更强，是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重要发展力。 

(6)产业集聚度(LE)。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产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规模经济”(正外部性)和“拥塞效应”(负外部性)两方面作用
[27]
。一方面，产业集聚带来交通信息成本降低，设施设备、资源劳动、知识技能的充分交流协作和优化提升等正外部性，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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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推动绿色发展水平提高。另一方面，过渡集聚使得交通信息资源拥堵、环境污染密集，会带来出行和生活拥挤的

负外部性，如：通勤成本上升、居民效用降低、环境质量下降等现象，形成“拥塞效应”。江西产业集聚尚处于初级阶段、竞争

力不强，近年来，江西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智慧产业集群、有色金属等特色产业园区，实施工业强省和交通强省战

略，大力实行大南昌都市圈、赣州都市区等发展规划等，产业和要素集聚态势明显。基于此，提出假设如下： 

H6:产业集聚有利于企业间技术资本人力协作，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有促进作用。 

3.2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由于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在 0～1 之间，测量结果存在被切割的特点，符合受限因变量的 Tobit 回归模型设定条件
[29]

。因此，

采用 Tobit 回归模型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为探讨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治理转型、对外开放度、

人力资本、产业集聚等因素对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并对“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双赢)检验。构建基

于拓展 Mohr 的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式中：Yit表示被解释变量，即各城市历年的绿色发展水平。ERit和 ERit2 分别代表各城市历年环境规制强度及其平方，借鉴

沈坤荣等[23]基础上，加入工业废水和废固方面指标，采用熵值法从工业废水、废气治理能力与工业废固综合利用率计算得到环境

规制强度，取值越大代表环境规制强度越强。TCit 为技术创新，用专利申请量表示，取值越大代表技术创新水平越高。GTit 为治

理转型，借鉴杜龙政等[26]基础上，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表示，比值高代表以行政型治理为主，比值低代表以经

济型治理为主。FDIit为对外开放度，用外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表示，比值越高代表对外开放度越高。HCit为人力资本，用城镇

单位职工平均工资表示，取值越大代表人力资本水平越高。LEit为产业集聚度，用第二三产业总产值的区位熵表示，取值越大表

示越集中。C 是常数项；β1和 β2分别表示环境规制及其平方项的系数，β3,β4,β5,β6,β7为技术创新、治理转型、对外开放

度、人力资本、产业集聚的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影响因素数据通过江西和各城市统计年鉴、区域发展统计数据库、统计局、生态环境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整

理补充得到。选取 2011～2018 年江西 11城市面板数据。 

3.3 结果分析 

通过 Stata16.0 对模型进行 Tobit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Tobit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检验 p值 

ER -0.080 0.025 -3.140 0.002 

ER2 0.022 0.014 1.570 0.116 

TC 0.061 0.009 6.470 0.000 

GT -0.149 0.053 -2.780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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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 -0.003 0.001 -2.980 0.003 

HC 0.037 0.003 12.170 0.000 

LE 0.189 0.112 1.680 0.093 

常数项 0.235 0.118 1.990 0.046 

 

由 Tobit回归结果知，环境规制强度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验证了“波特假说”,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集聚度

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度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存在“污染天堂”效应，行政治理为

主不利于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应加强经济型治理转型。具体如下： 

(1)环境规制强度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呈 U型，验证了“波特假说”。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一次项和二次项

影响系数分别为-0.080 和 0.022,一次项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 T检验，二次项系数的显著水平为 11.6%。表明随着环境规

制强度提升，未达到临界点时，环境规制会抑制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达到临界点后将推动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临

界点为 1.818,验证了假设 1。目前，江西环境规制强度正逐步提高，但大部分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未达到临界点。江西各城市需进

一步加强对污染的规制，一方面降低税负、提高环境补贴和环保支出等，创新污染协同治理和补偿机制，激励污染减排和治理；

另一方面，加大排污监管力度，通过加强排污限额、环境标准、排污权交易、产品禁令、生态保护红线、绿色生态绩效考核等，

严格限制污染排放。在加强江西环境规制强度、保护好环境的同时，注意激励创新效应、引导效率改进和绿色产业结构优化，形

成江西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实现绿色崛起的外部推力。 

(2)技术创新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061,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 T 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是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

平提升的不竭动力，验证了假设 2。江西需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一方面，对企业技术创新实行税收、信贷、融资等方面优惠政

策，完善技术创新环境，引导企业扩大创新投入，注重创新成果的转化，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另一方面，加强清

洁能源、污染治理和资源循环等绿色技术开发使用，引导“2+6+N”重点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创新引领江西环境质量提

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 

(3)治理转型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回归结果显示，市场治理转型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

为-0.149,在 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 T检验，且影响程度较大，是相对主要的影响因素。表明治理转型取值越小，经济型治理程度

越强(行政治理程度越弱),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越高，即行政型治理不利于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验证了假设 3。江

西应加强市场经济治理转型，一方面，推进国企改革，扩大对内(民企)开放，鼓励民企主动顺应政策和时代变迁，把握与大湾区

融合等商机，形成现代化管理理念，树立民企品牌，推动“国退民进”;另一方面，完善民营企业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推行“财

园信贷通”等拓宽民企融资渠道，打破“国有企业偏好”,推进民企信息信用平台建设，构建“四最”营商环境，强化市场的激

励机制，形成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攻坚力量。 

(4)对外开放度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形成了“污染天堂”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对外开放度对江西城

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003,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 T 检验。表明开放提升导向使得江西对外资准入标准不够严格，

高能耗、高污染等落后外资企业向江西转移，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验证了假设 4。这并不说明对外

开放一定阻碍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度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作用是双面的，应做到合理开放。具体来说，一方面，江

西应抓住“一带一路”等战略机遇，注意避免盲目对外开放，完善外资准入的环保技术标准，防止高污染、高能耗外资企业向省

内转移；另一方面，应发挥特色产业优势，多引进绿色清洁外资企业，借鉴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管理经验，促进国外先

进技术和经验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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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力资本水平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系数为 0.037,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通过 T检验。表明江西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是江西城市

绿色发展的重要发展力，验证了假设 5。江西需稳步推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一方面，加强人力资本教育培训，促进绿色高新技

术的扩散，提升劳动效率；积极宣传和倡导绿色生态意识，提升绿色生产生活认识水平，培育良好生态习惯。另一方面，充分发

展和利用好教研资源，推进国际化和信息化人才培养工程，加强产学研合作，完善人才支持政策，积极引进和留住人才，提升劳

动者的创新能力，形成持续稳定的创新体系，推动江西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 

(6)产业集聚度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回归结果显示，江西产业集聚度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

系数为 0.189,在 10%的水平上显著通过 T 检验，且影响程度较大，是相对主要的影响因素。表明产业发展中的集聚加快了江西

绿色发展的进程，是江西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验证了假设 6。产业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有着举足轻重作用，产业集聚化发展，

有利于江西区域间的知识技术、人力物力以及节能环保的交流合作，促进了江西区域间的要素最大化合理配置和节能减排，推动

江西各城市绿色协同发展。一方面，江西应推动有色金属等特色产业链的高端延伸，培育航空等新兴产业链，积极培育和引进一

批“专精特新”龙头企业，加强稀土、铜、光伏等领域龙头企业品牌开发和培养力度，提升产业集聚层次和竞争力。另一方面，

推进“满园扩园”行动，完善配套服务体系，着力构建良好的产业协调发展网络机制；积极推进园区污染控制、循环利用、重点

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等，建设创新生态型新兴产业的工业园区，发挥产业集聚正外部性。 

4 结论及政策 

本文首先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基于“纵横向”拉差法的动态综合评价模型与云隶属度聚类法，将江

西分为大南昌都市圈、赣东北、赣西、赣中南，对2011～2018 年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动态测度。其次，通过空间探索性因子

分析(ESDA)、收敛和核密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最后，基于涵盖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技术创新、治理转型、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产业集聚六个维度的网络拓扑结构模型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Tobit 影响机制

系统分析。得到了较为丰富有意义的结论：(1)2011～2018 年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平稳上升，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领域

分别是江西各城市绿色发展提升的关键保障和重要短板，南昌领先优势正不断扩大，赣州近几年有快速的追赶趋势，大南昌都市

圈、赣东北、赣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呈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2)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极化效应改善、低速发展集聚的趋

势，南昌正显著成为热点区域，热点区还有较大的改进潜力。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σ收敛具有时序阶段性和区域异质性，大

南昌都市圈总体上不存在 σ 收敛；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长期显著绝对 β 收敛趋势和峰度显著提高的单峰核密度收敛分

布。第三，环境规制强度与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呈 U型关系，验证了“波特假说”,但大部分城市未达到拐点，经济型治理转

型有利于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对外开放度对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污染天堂”效应，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

集聚度投入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1)江西应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好资源环境优势，着力打造绿色高附加值产业补短板。南昌和赣州继续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赣西需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和先进经验的学习和吸收，探索一条社会、生态、经济协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

路。(2)低绿色发展水平城市需积极承接和吸引相对先进地区的产业转移，并注意避免“逐底竞争”和“污染避难所”效应。进

一步提升南昌、九江等重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加强中心城市示范引领作用仍是江西绿色崛起的紧迫性重任。大南昌都市圈应进

一步加强各城市的跟进，实现协调发展。(3)江西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需注意激励创新效应，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

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注意避免盲目对外(外企)开放，积极推动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扩大对内(民企)开放，改善营商环

境，促进江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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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逐底竞争是指地方政府为了保持本地区经济相对于邻近地较快增长,并在财政乃至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存在利用竞争性

的财税政策、产业政策调整来主动降低地区环境规制吸引更多的外来流动性要素的行为. 


